
·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朱振武　李　丹

摘　要：非洲大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因西方殖民主义而遭遇 “文明蒙

尘”，一度被视作蛮荒之地，非洲文学也成了难以被人看见的 “山中之花”而倍受

冷遇，成为世界文学边缘的存在。但非洲文学于２０２１年实现爆发，这并非出于偶

然，而是其去殖民性、流散性和混杂性的文化表征使然，是其百余年来跨域融通、

踔厉奋发和笃行不怠的奋斗精神使然，也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

眼望前方的 “非洲性”的独特魅力使然。非洲文学虽然脱胎于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历

史和欺凌压迫，但在殖民、反殖民和去殖民书写中衍生出多种具有共同体意识的美

学表达、思想观念和历史形态，并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全方位的流散特质。

这种关注、吸纳、正视异质文化张力的流散特质，使非洲文学的本土书写蕴含着鲜

明的世界意识与和合理念，演化出具有当代非洲民族精神的多样性文明，从而使非

洲文学有效参与到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并在与西方文化的正和博弈中

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对世界文明的互鉴、融通、共生和共栖具

有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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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洲写作而言，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①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７日，坦桑尼亚作
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Ａｂｄｕｌｒａｚａｋ　Ｇｕｒｎａｈ，１９４８－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
为第七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② 并引发是年的非洲文学获奖热潮。③ ２０２１年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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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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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ｍｏｎ　Ｇａｌｇｕｔ，“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ｅｒ　Ｐｒｉｚｅ，”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ｈｔｔｐｓ：／／
ｔｈｅｂｏｏｋｅｒｐｒｉｚｅｓ．ｃｏｍ／ｔｈｅ－ｂｏｏｋ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ｏｏｋ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
非洲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在区域归属问题上存在一定争议，根据是否具有非洲性，
我们认为古尔纳之前六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依次是阿尔及利亚的阿尔贝·加
缪、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南非的纳丁·戈迪默与

Ｊ．Ｍ．库切和津巴布韦的多丽丝·莱辛，分别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１年、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７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２０２１年世界各大文学奖项几乎都被非洲或非洲裔作家收入囊中：１０月２０日，葡萄牙语



被称作 “非洲文学年”。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年的文学奖项为何如此青睐非洲作家？

这些作品的独特魅力、过人之处和文化意义究竟何在？１００多位非洲知名作家为何
异口同声地说获奖是整个非洲的荣耀？这些作品打动世界读者、使非洲成为时代共
鸣音的要素和内涵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一个词能够提纲挈领，对上述问题作出切
中肯綮的回答，就是还不太为学界所熟悉的 “非洲性”（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ｓｓ）。①非洲性，简
单说来，指的是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
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质。非洲
文学的非洲性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共同体认同的书写表征。非洲性并非固有概念，而
是 “各种文化符号和历史经验的产物，且在不断变化中”。② 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年，

集中展现了非洲性在当代非洲书写中的多样文化内涵，即具有去殖民性、流散性和
混杂性的对话意识。去殖民性源于其历史根基，指的是非洲作家承继文化传统，不
忘殖民历史，打破西方话语桎梏，在去殖民过程中还原非洲本来面貌的历时性沉思；

流散性源于现实语境，指的是非洲作家立足非洲现实，弘扬民族精神，胸怀家国天
下，呼唤世界意识，在流散书写中呈现非洲文化多样性的共时性展望；混杂性源于
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对话，指的是非洲文学的包容性、丰富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及
其与其他地区文学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的互动张力和对话意愿。去殖民性、流
散性、混杂性的交融和互动使非洲文学和其他非主流文学得以跨越时代隔阂、地域
差异和种族嫌隙，进而实现真正的文明多样性成为可能，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人类摒弃成见和偏见、尊重彼此、尊重差异、共生共栖、一起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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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奖宣布获奖者为莫桑比克的保利娜·希吉娅尼 （Ｐａｕｌｉｎａ　Ｃｈｉｚｉａｎｅ，

１９５５－ ）；１０月２６日，美国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颁发给塞内加尔的布巴卡尔·鲍里
斯·迪奥普 （Ｂｏｕｂａｃａｒ　Ｂｏｒｉｓ　Ｄｉｏｐ，１９４６－ ）；１１月３日，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和法
语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奖同日揭晓，分别颁给南非的达蒙·加格特 （Ｄａｍｏｎ　Ｇａｌｇｕｔ，

１９６３－ ）和塞内加尔的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ｂｏｕｇａｒ　Ｓａｒｒ，１９９０－ ）。
此外，津巴布韦的齐齐·丹格仁巴和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等其他非洲
作家也在２０２１年获得各类文学奖项。

①　 “非洲性”在非洲本土和非裔流散这两个关注不同地理区隔的文化研究领域中侧重点
有所不同。在英美等国的非裔流散研究中， “非洲性”更关注 “如何成为非洲人”，常
常将基于肤色认同的 “黑人性”（Ｂｌａｃｋｎｅｓｓ）作为参照一起进行探讨，侧重文化寻根和
非裔散居群体的文化共建研究 （参见Ｐａｕ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ｉｂ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５０－５３，２１７－２１９）；而在非洲本土文化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 “谁或什
么是非洲人”，侧重非洲这一符号背后的思想、观点和概念中的话语结构研究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ｇｗｅｎａ，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Ｒ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ｔｏｒｉａ：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Ｔ．Ｄ．Ｈａｒｐ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Ｃｒｅｏｌｉｚ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２０２１，ｐ．３５２．



形态的生成、发展与繁荣成为可能。

一、非洲文学的历史根基与去殖民性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 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年是一场西方文化界发

起的非洲文学庆典，但也是非洲文学自身魅力与繁荣的集中体现，折射出其百年发

展历程及深厚历史渊源，是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与历史脉搏合拍之后的回响。非洲文

学大致可分为欧洲语文学和本土语文学两类。非洲文学，特别是欧洲语文学的诞生

和发展本就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呈现出与西方殖民统治紧密相连的本

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等特色。然而，正如 “非洲人这一特定身份是欧洲

人凝视的产物”，② 具有诸多表征的非洲性最初也不过是西方殖民者 “为宣传之便，

为被殖民地对象的政治身份而打造的单一静态的 ‘非洲’符号”，③ 甚至受殖民历史

影响固化为本质性的文化概念。因而非洲作家往往会通过回望殖民历史来呈现当代

非洲文化的复杂生成过程，在去殖民的文化重建中打破西方的单一想象，并在主体

自我重构中不断深化非洲性的文学内涵。

对于非洲作家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认为应该算是英国移民文学繁

盛的象征，因为他和约瑟夫·康拉德、Ｖ．Ｓ．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以及石黑一雄

这几位英国移民作家一样，都 “曾经生活在 ‘帝国’的边缘，爱上英国文学并成为

当代英语文学多样性的杰出代表”。④ 也有人认为古尔纳从小受英式教育，弱冠之年

便离开刚刚建国的坦桑尼亚，后在英国定居，因而算不得非洲作家。然而，非洲现

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同西方殖民历史紧密相连，非洲文化也因殖民活动而散播世界

各地。移民散居早已因奴隶贸易、留学报国和政治避难等历史因素成为非洲文学的

重要题材。以何种语言写作、在哪里写作，都不是评判非洲文学的核心标准。重要

的是，作品中是否具有非洲性，是否有重塑这一历史文化概念的革新精神。

非洲文学是因历史偏见而 “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 “山中之花”，⑤ 有今日成就

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发展，并在殖民、反殖民和去殖民书写

·５６１·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①

②

③
④

⑤

刘勰：《文心雕龙》，黄叔琳注，纪昀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戚良德辑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５３页。

Ｋｗａｍ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ｐｐｉａｈ，Ｉｎ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Ｈｏｕｓｅ：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７１．
Ｔ．Ｄ．Ｈａｒｐ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Ｃｒｅｏｌｉｚ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ｐ．３５５．
陆建德：《殖民·难民·移民：关于古尔纳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１１日，第６版。
非洲文学因受西方的非洲文明空白论和外来论影响而长期被世人忽视，正如王阳明心
学所言的 “山中之花”。



中演化出非洲性这一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和文化纽带。在谈到２０２１年非洲

文学的胜利时，享有非洲英语短篇小说界最高荣誉的凯恩非洲文学奖 （Ｃａｉｎｅ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的现任评审主席艾拉·瓦卡塔玛认为这是非洲文学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结果： “这一时刻的到来并非突然，因为之前有许多工作为此打开了空

间”。① 不可否认，西方殖民在非洲留下的语言遗产和历史问题推动了非洲现代文

学的生成。在西方殖民统治之前，非洲文学的形式主要是口耳相传。殖民入侵为

非洲带来欧洲语言，而传教士为传教之便借欧洲语言为非洲本土语言创造了书写

形式，最终促进了非洲书面文学的诞生。非洲虽先后遭受西班牙、葡萄牙、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殖民，但以英、法、葡三国殖民范围

最广、影响最深，因而非洲各国独立后，大都以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为官方用

语或通用语。其中英语和法语用语国家各有２５个，葡语国家有５个。受官方语言

教育影响，非洲国家的欧洲语文学创作也兴旺繁盛起来。非洲的欧洲语文学虽是

殖民历史的遗留产物，却也因殖民语言的传播优势打破了非洲部族之间的文化

藩篱，促进了民族文学的生成。非洲本土语文学，如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豪萨语

文学，虽曾因西方殖民统治而受到书写方式拉丁化和西方文类引入等方式的强

加 “改造”，但也一直 “在与外来文化力量的斡旋中以推广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为

己任”，② 形成了现代本土语民族文学。最初由西方叙事所构想的非洲性，也在

生成非洲民族文学的反殖民历史书写中，通过 “泛非主义” （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黑人精神”（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③ 和 “非洲中心主义”（Ａｆ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ｓｍ）等解放话语的

不断深化，演变为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成为非洲解放运动的思想利

器。④ 此后，非洲文学因非洲各国独立之后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而发展出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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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ｌｅｘ　Ｃｌａｒｋ，“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ｂｅｌ：Ｗｈｙ　２０２１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Ｙｅａｒ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１／ｎｏｖ／２０／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ｏｋｅｒ－ｔｏ－ｔｈｅ－ｎｏｂｅｌ－ｗｈｙ－２０２１－ｉｓ－ａ－ｇ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
孙晓萌：《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与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 《外国文学》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这里倾向于翻译成 “黑人精神”。这个概念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马提尼克诗
人塞泽尔在法国留学时提出的，指黑人群体所固有的优秀品质，最初是黑人文学创作
术语，后超出文学边界发展为一种思潮运动。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已进入英语词汇，拼作

Ｎｅｇｒｉｔｕｄｅ，在我国学界常被译为 “黑人性”，虽然从词源上讲接近英语词ｂｌａｃｋｎｅｓｓ，
但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实践指向，是具有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信的 “黑人精神”（参见
聂珍钊：《黑人精神 （Ｎｅｇｒｉｔｕｄｅ）：非洲文学的伦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查尔斯·恩戈威纳教授认为非洲性有两大历史源流，一个是欧
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个则是黑人或非洲解放话语，而 “黑人精神、泛非主义、
非洲中心主义或非洲激进主义、反殖民主义和非洲民族主义”就是非洲解放话语这一源



文学主题，而非洲性亦在去殖民的历史转向中，成为 “非洲流散者”（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和 “黑色大西洋”（Ｂｌａｃ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等非洲领域或区域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标识，并在

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流散特质，即一种生成于外部世界与非洲本土之间的异质
文化张力。

当下非洲性的流散特质是西方殖民历史引发的重要文化表征，也是非洲对抗西

方 “东方主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主体自我重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是对 “他者”

的异化建构，常常会将他国文化单一化、片面化和野蛮化，难免会产生 “教师爷”

般的说教并扭曲历史的原貌。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７日的诺贝尔获奖受奖演说中，古尔

纳提到，不少评论家和学者对非洲其实并不感兴趣，只是想和自己的世界观达成一
致，需要一个熟悉的叙述话语。因而 “我们的历史是片面的，对许多残酷的事情都

保持了沉默……没有清楚或足够深入地看清殖民遭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

腐败和暴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①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年正是对这

种单一非洲论和片面历史观的回应与反拨。无论是古尔纳 “记忆中的故乡”、布克奖
获得者加格特小说中的 “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还是卡蒙斯奖获得者希吉娅尼作品

中的 “莫桑比克内战”，抑或是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得者布巴卡尔·迪奥普小说中

的 “卢旺达大屠杀”，都在试图以文学想象对当今非洲问题进行历史溯源。这些追问
都离不开非洲对西方的回望与凝视，正如龚古尔奖获得者萨尔的新作 《人最秘密的记

忆》（Ｌａ　ｐｌｕｓ　ｓｅｃｒｅｔｅ　ｍéｍ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２０２１）中描写一位已故塞内加尔作家的探秘
之旅，是对非洲和西方之间复杂历史文化关系的探讨。以非洲主体视角对西方殖民历

史进行回望与重构，是非洲去殖民过程的必经之路。弗朗兹·法农曾言，去殖民就是

创造新人，就是 “在被殖民的 ‘东西’解放自己的过程本身中变成了人”。② 只有不
断书写历史，才能重新发现历史，并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

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他 “揭露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和大陆

夹缝中求生的难民的命运”，③ 而这正是源于他对非洲性历史演变的深刻洞察。“揭
露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是通过回望历史来实现去殖民，而 “难民”背后则隐喻了近

代非洲从殖民到移民的百年变迁，是当代非洲性的具象化体现。

古尔纳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都深受殖民主义影响。他出生于后来成为坦桑尼亚
一部分的东非岛屿桑吉巴尔，１７岁时为求学并逃离政治暴力而来到英国，主修英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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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流的例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ｇｗｅｎａ，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Ｒ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８）

① Ａｂｄｕｌｒａｚａｋ　Ｇｕｒｎａｈ，“Ａｂｄｕｌｒａｚａｋ　Ｇｕｒｎａｈ－Ｎｏｂｅ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７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ｏｒｇ／ｐｒｉｚ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２１／ｇｕｒｎａｈ／ｌ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
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页。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ｒｉｚ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
ｏｒｇ／ｐｒｉｚ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２１／ｇｕｒｎａｈ／ｆａｃｔｓ／，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



学，后在肯特大学讲授英国和后殖民文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古尔纳的声誉

更多来自其后殖民文学研究。他曾坦言自己 “对欧洲殖民主义如何融入殖民地人们的

生活及其入侵的后果感兴趣”，① 因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移民经历、身份困境、文化归

属、记忆创伤和家园寻找等流散症候也成为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古尔纳创作的

１０部长篇小说几乎都与移民相关，特别是前三部小说 《离别的记忆》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１９８７）、《朝圣者之路》（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Ｗａｙ，１９８８）和 《多蒂》（Ｄｏｔｔｉｅ，１９９０），

探讨的都是非洲人移民英国的心灵困境。从第四部小说 《天堂》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１９９４）

起，古尔纳的后殖民视野开始从个人角度延展到历史维度，关注２０世纪早期德国在

东非的殖民历史，并形成一系列 “记忆中的故乡”的非洲历史书写。

古尔纳对故乡的追忆，也是对非洲百年近代史的重新解读，揭示了非洲性的复

杂历史演变。记忆中的桑吉巴尔是古尔纳文学创作的永恒立足点，正如威廉·福克

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古尔纳的故乡桑吉巴尔虽只是东非小岛，

却是印度洋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是亚洲、非洲和欧洲相互往来的交通要塞。岛上

居民多为班图黑人，与早期移民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混居并逐渐融合，主要信仰伊

斯兰教，并发展出东非独有的语言———斯瓦希里语。桑吉巴尔在１９世纪末成为英国

殖民地，１９６３年宣布独立，之后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里

就是非洲大陆的缩影，混合了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种文化，因英国的间接殖民统

治而出现种族划分和种族矛盾，后在反殖民的革命斗争中引入泛非主义、非洲民族

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多种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特殊的地理

位置使桑吉巴尔汇聚诸多非洲特质为一身，具有显著的混合性、殖民性、革命性和

流散性。古尔纳在其第五部小说 《绝妙的静默》（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Ｓｉｌｅｎｃｅ，１９９６）中，就
曾描述过这种复杂的非洲性：

我们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是谦逊温和的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

摩罗人：我们毗邻而居，争吵不休，间或通婚。文明开化，那就是我们。我们

喜欢被如此描绘，我们也如此描绘自己。实际上，我们并非那样的我们，我们

身处各自的庭院，封闭在我们历史的贫民窟中，一边自我宽恕，一边又因不容

异己、种族主义和憎恨而愤愤不平。②

这种多民族 “毗邻而居，争吵不休”的状况并非桑吉巴尔所独有，而是非洲各国的

普遍状况，也是西方殖民遗留的历史问题。西方殖民者为方便统治，不仅不顾民族

文化差异，人为划分疆域边界，将不同部族拆分或合并，挑起部族冲突，还制造种

族观念，引发种族矛盾和种族问题。非洲各国独立之后的内战暴动，几乎都是由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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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统治埋下的民族矛盾或种族问题造成，如苏丹内战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尼日
利亚内战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莫桑比克内战 （Ｍｏｚａｍｂ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肯尼亚
的 “茅茅运动”（Ｍａｕ　Ｍａｕ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又译 “茅茅起义”）、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冲
突 （Ｃａｓａ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卢旺达大屠杀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还有南非的沙佩维
尔惨案 （Ｓｈａｒｐｅｖｉｌｌｅ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和索韦托起义 （Ｓｏｗｅｔｏ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等。这些因西方
殖民而造成的国家灾难和民族创痛，成为非洲各国文学中不断出现的书写主题。

“难民”亦是西方殖民遗留的当代移民症候。在一次获奖访谈中，古尔纳认为移
民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难民与殖民之间有深刻的历史关联：“人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流
动……非洲人向欧洲徙移是一种相对新鲜的现象，但是欧洲人涌向世界却不是什么
新鲜事”。① 如果说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殖民是出于经济政治利益掠夺而产生的移民，

那么当前涌向欧洲的非洲难民则可视作掠夺之后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灾难所引发的反

向移民。

非洲文学因移民者的时代、身份和方式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派别的流散写作，

有早期移居非洲的欧洲殖民者的定居者写作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如１８０６年英国
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翰·巴罗的 《南非内陆游记》；有因奴隶贸易而流散至他国
的奴隶叙事 （ｓｌａ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如曾被贩卖为奴的奥劳达·伊奎亚诺于１７８９年出
版的 《奥劳达·伊奎亚诺的生活趣事记闻》；有民族解放时期留学西方的归国青年
文学 （Ｂｅｅｎ－ｔｏ，可译作 “异邦本土流散”），如１９５６年南非作家彼得·亚伯拉罕斯
的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１９６０年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 《再也不得安
宁》和１９６５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 《诠释者》；还有当代散居全球都市的非裔
都市写作 （Ａｆ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如２０１３年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的 《美国佬》和

２０１３年津巴布韦作家诺维奥莱特·布拉瓦约的 《我们需要新名字》。但不论何种
流派，这些作家无不是在运用另一只文化之眼来审视非洲，而非洲性也在文化家
园的探寻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历史含义，成为因殖民历史而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
的精神纽带。

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深受西方殖民历史影响，而非洲作家也一直
力图在去殖民历史写作中重塑非洲形象。正是这种共同的殖民历史经历，使非洲性
这一具有共同体意识的跨国界、跨区域、跨部族和跨民族的文化概念成为可能。非
洲文学中有不少以某个指代不明或是虚构的非洲国家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如亚伯拉
罕斯的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戈迪默的 《贵客》和阿契贝的 《荒原蚁丘》等。这种
创作手法的由来，是因为非洲各国 “虽然有着巨大差异，但组成它的国家也有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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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相似性”，① 而这种殖民历史的相似性又促成了 “对基本种族身份和团结的认

可，即一种内在的 ‘非洲性’”。② 同样，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也因殖民历

史影响和居住国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具有某种相似性，并由此进一步丰富了非洲性的

内涵，使其成为联结非洲大陆和非洲流散文化的桥梁。古尔纳等当代非洲作家不约

而同地关注历史问题，不仅仅是以共有经历来对抗殖民历史，更是意在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亦是如此，虽脱胎于西方殖民历史，但却更加面向未

来，在历史书写中不断自我革新，成为新时代非洲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文化多样化

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二、非洲文学的现实语境与流散性

２０２１年获奖的非洲作家，不论身处非洲还是客居他国，都热衷于探讨种族歧

视、身份认同、家园归属和文化冲突等流散话题。事实上，这种关注异质文化张力

的流散特质，一直是非洲文学潜在的重要属性，也是非洲性最为突出的当代表征。

这不仅仅是西方殖民遗留的文化症候，更是非洲去殖民书写的现实诉求。法农认为，

“所有的剥削形式都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应用在同一个 ‘客体’人上”，③ 都是以

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所以剥削并不是殖民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当今世界普遍

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固有成分。去殖民并不是一个随着殖民地解放而结束的历史进程，

而是一个持续的人道主义工程和世界性政治议题，其最终目标是将被殖民者还原为

人、寻求对人的解放。所以说，非洲文学的去殖民历史书写，会天然地呈现出融本

土情怀和世界意识为一体的流散特质。

非洲文学的流散性，并非只是传统意义上因地理位置徙移而产生的异质文化张

力，而是具有多种特殊样态。除了移居他国的 “异邦流散”，还存在非洲原住民的
“本土流散”和白人移民后代的 “殖民流散”，④ 以及在他国和祖国之间频繁往返居

住的 “异邦本土流散”。但不论何种流散书写，都以富有非洲本土特色的语言艺术、

关心社会时政的家国情怀叙事和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问题为探讨旨归，呈

现出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人的解放的多元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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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Ｗａｌｎｕｔ　Ｃｒｅｅｋ：Ｌｅｆｔ　Ｃｏａｓｔ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２０１０，ｐ．１８７．
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６页。
参见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从而丰富了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样化存在。

非洲文学用语徘徊于欧洲语言和本土语之间的流散特征，是非洲文化同中存异、

异中求同的典型语言表征。非洲文学究竟该以何种语言写成，是否该用欧洲语言即
殖民者的语言进行创作，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一直是非洲作家争论的焦点。这一争
论在同为 “异邦本土流散”的阿契贝和恩古吉①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阿契贝认为，

由于殖民历史影响和多民族社会的沟通需求，“尼日利亚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
文学是或将是用英语写成”，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标准英语亦步亦趋，而是要致力于
“打造一种既通用又能承载其独特经历的英语”。③ 在他看来，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开
山鼻祖阿莫斯·图图奥拉１９５２年以尼日利亚皮钦英语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Ｐｉｄｇｉｎ）写成的
《棕榈酒鬼历险记》正是这样一部典范之作。恩古吉则从文学受众出发，认为民族文
学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非洲作家应当以一种能与非洲农民和工人进行有效交流的
语言进行写作，换言之，他应该以非洲语言写作”，④ 因此恩古吉本人在创作完４部
英语小说之后，便开始用吉库犹语 （Ｇｉｋｕｙｕ）写作。阿契贝和恩古吉的语言观虽因出
发点不同而有差异，但都意在通过语言革新来推动民族文学的生成。阿契贝试图通过
文学创作将欧洲语言进行本土化改造，恩古吉则希望通过本土语言的文学创作来培育
民族语言。事实上，不论是阿契贝还是恩古吉，都非常注重文学语言的本土性和世界
性表达。恩古吉表明用本土语创作并不是排斥其他语言。他虽用吉库犹语创作，但随
后会将其翻译成英语，以此来实现本土语文学的世界性传播。

以本土化的非洲经验和表达方式来改造欧洲用语并将其化用为承载民族精神的

新型语言，是许多非洲欧洲语作家的创作特色。虽然这些作家因殖民流散、异邦流
散、本土流散和异邦本土流散而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但都试图以各自的非洲经
验来进行语言革新。

作为白人移民后裔的南非作家戈迪默，因其殖民流散属性，在早期文学创作中
倾向于在英语传统下以规范英语进行写作。在其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她发现自己之
前的创作有种 “不恰当的外来引入态度”，⑤ 无法恰如其分地传达南非经验，于是她
开始寻求各种方法来打破英国文学传统，表达南非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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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契贝和恩古吉都是典型的异邦本土流散作家，虽然都于非洲本土出生成长，但都有
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经常往返于国内外，有别于一般的 “异邦流散”，这里称
之为 “异邦本土流散”，也就是前文提到的 “ｂｅｅｎ－ｔｏ”现象。

Ｃｈｉｎｕａ　Ａｃｈｅｂ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ｎｏ．１８，１９６５，ｐ．２８．
Ｃｈｉｎｕａ　Ａｃｈｅｂ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ｐ．２９．
Ｎｇｇ ｗａ　Ｔｈｉｏｎｇ'ｏ，“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ｉｋｕｙ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ｖｏｌ．
１６，ｎｏ．２，１９８５，ｐ．１５１．
Ｎａｄｉｎｅ　Ｇｏｒｄｉｍｅｒ　ｅｔ　ａｌ．，“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ａｄｉｎｅ　Ｇｏｒｄｉｍｅｒ，１９８２，”ｉｎ　Ｎａｎｃｙ
Ｔｏｐｐｉｎｇ　Ｂａｚ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Ｄａｌｌｍａｎ　Ｓｅｙｍｏｕｒ，ｅｄ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ｄｉｎｅ
Ｇｏｒｄｉｍｅｒ，ｐｐ．１９３－１９４．



默开始以糅合了阿非利卡语 （Ａｆｒｉｋａａｎｓ）和祖鲁语 （Ｚｕｌｕ）等本土化表达的南非英语
进行文学创作，认为非洲文学的核心在于写作过程中的 “非洲中心意识”，因此 “非
洲写作是非洲人自己以任何语言进行的写作，也是与非洲人有着共同非洲经验的其他
人的写作，无论其肤色如何，只要其心理与精神是由非洲而非世界别处塑造而成”。①

和戈迪默一样，南非作家库切和加格特虽然都有着殖民流散者的深刻烙印，但一直
在用南非英语和南非经验来打破英国文学或西方文学传统的束缚。

身为异邦流散者，古尔纳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未采用标准英语，而是混杂了
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多种东非本土语言的移民英语。古尔纳有着非常明确的语
言改造意识，关注非洲经验对殖民语言的本土化改造：“本地人使用英语，不仅没有
产生依赖性，反倒取代了后殖民主体与殖民语言和殖民文化的关系，因为就其本质
而言，本地人叙述的内容将会挑战帝国主义叙事，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颠覆和抵制欧
洲扭曲的话语”。② 因此，尽管客居他乡多年，古尔纳依然在记忆中的故乡实践着语
言层面的去殖民进程。

莫桑比克葡语作家希吉娅尼是非洲本土流散的典型代表，其创作体现了本土作
家在世界性语言和本土化表达之间的摇摆摸索过程，具有浓厚的本土风情，不仅夹
杂了班图语和莫桑比克方言，还采用了非洲口述传统的叙事方式。希吉娅尼并不是
天然的葡语作家，她的第一语言是隶属班图语系的乔佩语 （Ｃｈｏｐｉ）和荣加语
（Ｒｏｎｇａ），完全可以用来进行文学创作，但她之所以选择葡语，是因为莫桑比克本
土语言作品的潜在读者很少。她曾表示：

我不想用葡语创作，也不想成为葡语作家，我只是想成为用葡语进行创作
的非洲作家。在成为非洲葡语作家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无法将某些
事情以自身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因此必须重新改造语言。③

她的代表作 《爱之舞：一夫多妻制的历史》 （Ｎｉｋｅｔｃｈｅ：Ｕｍ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ｅ　Ｐｏｌｉｇａｍｉａ，

２００２）中的 “Ｎｉｋｅｔｃｈｅ”就是莫桑比克北部的土著语言，而这样的方言术语在小说中
多达４４个，并由此形成一个词汇表，将葡语进行了本土化革新。希吉娅尼常常称自
己不是小说家，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所践行的是非洲传统说书人格里奥④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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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２００３，ｐ．１６５．
格里奥 （ｇｒｉｏｔ）是常见于西非部落的一个重要职位，是部落中的历史学家、讲故事的
人、诗人和音乐家，类似于西方的吟游诗人。格里奥是非洲口述传统的宝库和部落文
化的守护者，常被视为部落的领袖之一。



术技巧。

不论以何种语言进行写作，非洲文学的非洲性对 “人的解放”的去殖民需求，

使得现代非洲叙事不同于西方囿于内部世界的个人书写，而是具有强烈的外部世界
参与感和社会变革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都是在寻求 “人和自
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
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

相较于西方作家过于关注个人自我的内心故事，非洲作家更喜欢讲述关乎时代
命运、具有家国情怀的外部故事。在与苏珊·桑塔格的一次对谈中，戈迪默谈到
“英国作家好像差不多整个地回避了外部世界”，② 并奇怪于英国作家为何会对１９８４
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避而不谈。非洲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有着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不仅意在反映生活，更期望以文学创作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参与政治文化建
设。在阿契贝看来，艺术和教育都是文学的重要属性，作家不能因为文学的艺术审
美特质而 “逃避本应履行的再教育和精神再生的职责”。③ 同样，索因卡也非常注重
作家在社会中的文化自省功能，认为 “如果作家不能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挥良心的功
用，他就必须意识到他的选择，要么是在完全否认自己，要么是在倒退，变成编年
史家或是验尸外科医生”。④

２０２１年布克奖得主加格特虽然声称 “小说是一种记录方式，而非变革媒介”，⑤

但事实上他的小说 《承诺》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２０２１）关注了南非由来已久的土地归属
问题，并通过故事情节的演绎暗示了社会改革方向。《承诺》围绕一个阿非利卡农场
女主人的临终遗言展开。女主人承诺要将一处房产赠予家中黑仆，然而这一 “承诺”

历经家族中的四个葬礼才最终得以实现。在南非的现实生活中，历时半个世纪的种
族隔离制度虽已废除，但土地依然大都由南非白人掌控，未能回到南非黑人手中，

并由此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加格特曾说：“土地的话题———谁拥有，谁曾经拥有，

未来谁该拥有———如今是南非政治生活的核心话题”。⑥ 事实上，因殖民主义和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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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８页。
纳丁·戈迪默、苏珊·桑塔格：《关于作家职责的对谈》，姚君伟译，《译林》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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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制度而产生的土地问题，一直是南非政治的核心话题，并进入南非文学形成独
特的 “农场小说”（ｆａｒｍ　ｎｏｖｅｌ）写作传统。除了 《承诺》，另外三部曾获布克奖的
南非小说———戈迪默的 《自然资源保护者》以及库切的 《迈克尔·Ｋ的生活和时代》

和 《耻》———都是与土地问题有关的 “农场小说”。在 《自然资源保护者》中，戈迪
默通过一具黑人尸体在白人农场的显现和埋葬，暗示了黑人对土地的天然所有权；
《迈克尔·Ｋ的生活和时代》通过有色人迈克尔·Ｋ返回母亲出生农场途中的种种磨
难，揭示了种族隔离时期非白人争取土地权利的艰难历程；而在 《耻》中，阿非利
卡女农场主露茜嫁给了黑人雇工并将农场交其打理，以归还土地的形式完成了白人
对耻辱的种族隔离历史的忏悔。

非洲作家关心当下时事政治，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一方面是对反殖民解放斗
争时期革命文学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是非洲本土哲学思想中人性认识论的反映。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普遍信仰一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思想，其中比较典
型的是 “乌班图”（Ｕｂｕｎｔｕ）。乌班图是祖鲁语，意思是 “一个人只有通过他人才能
成为人”，① 即人性的本质在于通过他人来达到自我完善。这种强调个人与他人关系
的集体观念使得非洲作家特别注重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非洲作家的流散特质和乌班图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他们的本土化叙事
具有世界意识。当代非洲作家作品主题有不少与全球性社会问题相呼应。希吉娅尼
小说中常见的性别话题，在某种层面上应和了当前新形势下的女权主义运动，特别
是２０１７年 “我也是”运动 （Ｍｅ　Ｔｏｏ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中对受害女性打破沉默、勇于发
声的呼吁。布巴卡尔·迪奥普的获奖小说 《穆兰比：枯骨之书》（Ｍｕｒａｍｂｉ，ｌｅ　ｌｉｖｒｅ
ｄｅｓ　ｏｓｓ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０）中的 “卢旺达大屠杀”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当前种族
歧视问题加剧的暗示，令人不禁回想起２０１９年席卷全球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一些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全球性问题似乎都能
在非洲找到回应，“因为今天非洲的情况和全世界都一样；这不是个别人类失败的悲
剧，而恰恰是人性的崩塌”。②

三、非洲文学的内在对话与混杂性

非洲文学年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或许是因为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
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③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精神内核，即非洲性中融传统和现
代、地方和世界、过去和未来为一体的文化混杂性，及其所带来的有如中国先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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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的 “君子和而不同”① 的内在对话机制。非洲文化海纳百川，自古信仰多神，

对源自不同文明的思想和价值观兼容并蓄，由此成为包容万象的 “文化大集市”。②

非洲性亦是如此，虽形成于非洲人对历史身份重建和去殖民书写诉求的共同愿景，

但其命意并非寻求一种集体叙事，而是在非洲各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对话中创造了多

种样貌的非洲叙事，并因此形成了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对话的天然优势，进而

在世界文学的内在对话中促进了多样化非洲文学的成长。

非洲文学是非洲各国文学的有机集合体，并因其共同体意识而具有天然的内在

对话机制和文化多样性。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非洲文坛一片欢呼，上百

位非洲作家随即纷纷向其致贺。这些贺词齐声同赞，虽都将其视为共同的非洲荣耀，

但又从各自国家、民族、性别、语言和文化等不同视域展望了非洲文学的未来，体

现出非洲文学的多样性，是非洲性和而不同的体现。然而，这种多样性并非只是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③ 的民族文化差异，也是非洲去殖民诉求的必然结果。许多

非洲学者 “呼吁要更为积极地表达 ‘非洲性’这一面向未来的理念，这就要求 ‘非

洲性’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异质性，从而揭穿种族理论和文化同质性理论”，④ 让西

方话语构建出的单数非洲文学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还原为本真的复数非洲文学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非洲文学的文化混杂性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对话，是去殖民性的 “和”与流

散性的 “不同”的对话结果，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去殖民性的 “和”是基

于非洲人的共同愿景，源于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的集体诉求，深受马克思主义 “人

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影响，都是 “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

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⑤ 流散性的 “不同”是对西方凝视下的单一叙事的解

构，是对非洲这块拥有３０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约１４亿人口的大陆上的不同个体、民

族和国家的现实处境的多样化呈现。正如尼日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格博所言，

“现代非洲人已不完全是本土文化的产物。现代非洲诗人试图表达的现代情感本质上

是很复杂的，是一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有些是本土的，有些是外来的，有些是传统

的，有些是现代的”。⑥ 这种对人的本性的复归需求，使非洲文学在各国民族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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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进程中实践着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文化价值观，并由此呈现出马克思、恩
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样态：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
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
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
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非洲文学因文化混杂的世界文学属性而具有与其他国家文学文化对话的天然优

势，但也因此时刻处于一种在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摇摆的诗性正和博弈状态。

非洲与西方的文学对话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各异，呈现出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
用”② 的文明互动发展态势。这种文学对话博弈可以从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

库切和古尔纳等非洲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获奖理由和授奖词中略见端倪，也可从非
洲文学的百年获奖历程中窥见其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但更重要的是，

这种诗性正和博弈为非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使其在世界各国文学文化
的交流互动中，让原本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走向逐渐多样性的世界文学，进
而走向真正的文明互鉴。

从瑞典学院对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的授奖词中，可以看到西方将
非洲视为 “反者”和 “弱者”的隐性话语构建，以及两种文明对话所产生的文化之
“动”和文学之 “用”。从最初对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关注，到随后淡化非洲
文化的存在，以及当前对非洲与西方的政治历史关联的强调，无不显示出西方文化
界对非洲文学的文化混杂性欲说还休的暧昧态度。

索因卡和马哈福兹两位非洲作家，都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与西方文学传统的羁绊是其获奖的重要缘由。两人的获奖理由分别是 “以广阔
的文化视野和诗意的色彩塑造了生活的戏剧”和 “构建出一种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
拉伯叙事艺术”，③ 都强调了其文学创作的宏阔文化视野，似乎是对世界文学理念的
响应。然而，从授奖词中可以发现，所谓的世界文学理念实际上是一种旨在将非西
方文学成果纳入西方文化传统进行考察的偏狭思维。在对索因卡的授奖词中，瑞典
学院除了提及非洲文化的影响，还重点强调他 “熟悉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
特和布莱希特……熟知杰出的欧洲文学”。④ 同样地，马哈福兹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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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①

这种以西方正典为参照和依据、以西方文学传统为导向的评判话语是大多数西方学
者衡量非洲文学的惯用标准。

随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非洲作家依次是１９９１年的戈迪默和２００３年的库切。

他们都是南非白人作家，常常因自身殖民后裔身份和殖民流散特质而让人忽视其文
学创作的非洲属性，有时甚至不被视作纯粹的非洲作家。这一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
奖词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评价戈迪默时，瑞典学院认为 “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后
果”和 “政治上的卷入感”② 是她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并就其作品中的白人经历
进行评价，淡化了非白人的南非本土元素。在评价库切时，除了围绕其作品中 “对
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③ 主题进行阐述，更是强调了他对笛福、康拉德、卡夫卡
和贝克特等西方文学传统的承继。在他们的授奖词中，非洲不是文学魅力的文化源
泉，而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场所，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时隔近２０年，非洲文学再次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奖者是身份介于非洲流散
者和英国移民定居者之间的古尔纳。相较于前几位非洲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古尔纳
获奖理由中的 “殖民主义的影响”和 “文化和大陆夹缝中求生的难民的命运”更是
直白地凸显了西方与非洲之间的深层历史关联。在 “殖民主义”和 “难民”这些富
有政治意味的话语牵引下，非洲文学的文学性再次受到压抑，而社会学、历史学和
政治学层面的意义却愈发醒目。事实上，将非洲文学视作非洲历史的脚注，认为非
洲文学政治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一直以来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将非洲文学他者化的
一种研究偏见。

这场诗性正和博弈，虽说表面上是以西方文化为评判标准，侧重强调非洲对西
方文学文化的学习吸纳，暗示非洲为文化 “反者”和文学 “弱者”，以西方话语来实
践帝国文化中心对边缘区域文化的规范和归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非洲文学 “反”

和 “弱”之中所蕴含的强劲生命力，即从边缘进入中心过程中伴随着解构帝国文化
而起的颠覆之力。事实上，西方对非洲文学的奖项授予正是伴随这股颠覆之力而起，

而非洲文学也因 “反”而获瞩目，因 “弱”而受锤炼。

非洲文学最初在西方获奖正是物之 “反”而起的 “道”之变。非洲文学获奖最
早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１９２１年，法国人将龚古尔文学奖颁发给黑人作家勒内·马
兰 （ＲｅｎéＭａｒａｎ，１９８７－１９６０）。马兰虽然不算非洲人，但其作品传达的正是非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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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他出生于圭亚那，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接受教育，年少时常去父亲工作的
非洲旅行，后在法属赤道非洲担任殖民地行政长官多年。他的获奖小说 《巴图阿拉：

真正的黑人小说》（Ｂａｔｏｕａｌａ：Ｖéｒｉｔａｂｌｅ　Ｒｏｍａｎ　Ｎèｇｒｅ，１９２１）讲述了非洲酋长巴图
阿拉的临终岁月，并因批判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暴行而在法属殖民地被禁。塞内加尔
国父、诗人列奥波德·桑戈尔 （Ｌéｏｐｏｌｄ　Ｓｅｎｇｈｏｒ，１９０６－２００１）称马兰为 “黑人精神
运动的先驱，因为马兰的美学引发人们对非洲传统文化重新进行积极评估”。① 或许
正是因为马兰这种介于法国和非洲的特殊属性，法国才将文学奖授予他。这既显现
出 “帝国”的包容和嘉奖，又是对殖民地反抗情绪的抚慰。正如萨特所说，在殖民
统治者看来，这些反抗性的文学创作不过是殖民教化过程中的呻吟和牢骚，尽可
“让他们去大喊大叫，这样会使他们好受点；爱叫的狗不咬人……我们鼓励这些伤
感，把龚古尔奖授予一个黑人，我们并不觉得是件坏事”。② 毕竟，鼓励殖民地人民
以法语写作并使其接受教化，一直是法国在殖民地实施文化直接统治的策略和目的，

而龚古尔奖再一次授予非洲文学还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毕竟，偶然性的奖项授予
并不会动摇帝国文化的稳固地位。

非洲文学在对话中磨砺成长正是物之 “弱”而生的 “道”之用。在反殖反帝斗
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觉醒意识，是非洲文学颠覆之力的重要源泉，也促进了非洲各
国民族文学的爆炸式增长。非洲文学开始陆续获得西方文学奖项的青睐。这些来自
前殖民统治者的文化荣誉，似乎是西方在帝国崩塌后的文化内省，但也包含了对殖
民旧地的文化示好。事实上，非洲各国独立之后，西方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非
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和话语建构。许多非洲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本国经济和出版业的
限制，都要通过西方出版界进行出版、发行和推广，从一开始就经过了西方文化趣
味的检视、筛选和剔除。对此，索因卡曾有一番形象生动的描绘：

外界的好奇心远远超出他们的批判能力，而出版商们像仁慈的秃鹫一样盘
旋在尚为胎儿的非洲缪斯身上。只要号令一下，他们便会将其撕扯得七零八落，

用强大的翅膀鼓动着平凡和平庸中的幻觉意义。③

虽然受到西方出版界的诸多限制，但许多优秀的非洲作家并未屈从西方出版业的要
求，也拒绝改变作品主题和风格来迎合主流读者，总是力图通过对非洲生活经历的
复杂精微的真实描写，来打破西方单一想象中的非洲性，同时构建非洲本土的多元
文化表达。

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文学是人学，以 “人”为中心。从单数的非洲文
学到复数的非洲文学，从被西方言说到自我言说，非洲文学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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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磨砺成长，并在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诗性正和博弈中逐渐化被动为主动，践行着对
“人的解放”的去殖民诉求，在把被殖民者还原为人的过程中，打破了他者话语中僵化

的单一面貌，呈现出非洲文学原本鲜活的多样文化。我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亦当注重以对

话还原多样文化，毕竟 “非洲文学研究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意义一样，都是为了打破

单一和固化的刻板状态，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全方位呈现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①

四、文学对话、潜对话与文明多样性

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热潮并非偶然事件，它是非洲与西方之间百年文学对话和诗

性正和博弈的世纪回响，更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诗与思”多重对话的历史

合拍。非洲文学中关注人的解放并由此衍生的非洲性，使其包容多种宗教观、历史

观、价值观、哲学观和美学观，具有介入世界文学对话的天然优势，并在吸纳外来

文化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新，塑造了现代非洲的多元文化共生共栖理念，与我国百

年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遥相呼

应，共同驳斥了以文化单极为导向的占据西方主流思想的 “文明冲突论”，预示了马

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未来发展方向。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 非洲与中国同属东方文明，崇尚 “天人

合一”，认为人与自然同为一体，人与万物共生共长。非洲的 “乌班图”哲学认为
“万物共连相识”，“要从自然平衡寻求完整统一，窥见万物能量之流”，“尊重万物之

灵”，“崇敬自然之法”，“尊敬与生者同存于平行世界的死者”。③ 然而，西方的共生

意识直到１９世纪末才出现，虽然已发展成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共生理论，但目前在

西方占据主流的还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 “文明冲突论”：

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

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的强大执行者，但全球政治

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间。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④

面对这一观点，非洲文学借助自身的流散特质，以文学对话实践文明对话，在对话

的诗性正和博弈中，向西方展示了东方文明中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⑤ 的共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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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理念。

非洲与西方的文学对话实际上是潜在性的文明对话，而非洲文学作品在西方获
奖其实是不同意识形态在彼此价值观念中思量取舍之后的博弈结果。西方屡屡青睐
非洲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出于二者的历史关联，更重要的是，非洲文学背后的东方
文明具有谦和包容的共生共栖理念，不仅以自身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和吸纳驳斥了所
谓的 “文明冲突论”，更有效地缓解了西方文明因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违背
人的本质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心理症结。当然，这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潜对话并非
时刻进行，也并非顺畅无碍，而是受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影响，处于一种时断时
续的曲折性生成过程中。从１９２１年非洲文学首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到２０２１年的非
洲文学年，在整整一个世纪里，既有个别非洲作品零星获奖的偶然性对话时刻，亦
有非洲文学爆发式获奖浪潮的必然性对话时期，而获奖浪潮的出现往往是历史重大
变革之下潜在性文明对话的显性表现。

非洲文学在西方的第一次获奖浪潮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适值世界政
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关键期。获奖的引爆点依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即

１９８６年索因卡获奖，并由此将非洲文学引入世界文学舞台。这一年，尼日利亚诗人
尼伊·奥桑达尔获英联邦诗歌奖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Ｐｏｅｔｒｙ　Ｐｒｉｚｅ），安哥拉诗人安东
尼奥·贾辛托获日本野间非洲出版奖 （Ｎｏｍａ　Ａ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８７
年，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凭借小说 《圣夜》（Ｌａ　Ｎｕｉｔ　ｓａｃｒéｅ，１９８７）获得
龚古尔文学奖。紧接着就是马哈福兹和戈迪默分别获得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１年的诺贝尔
文学奖。这场非洲文学获奖潮显然与当时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变化有关，特别是
与冷战过程中双方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有关。这一时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
败，一些原本进行社会改革的非洲国家纷纷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开始寻求新的国家
发展道路，也为西方的文化示好提供了绝佳契机。这一时期的获奖浪潮实际上是西
方文化顺差下的主动性文明对话，是西方文明试图以自身良好的发展态势来牵引非
洲文明文化的未来走向。

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年是上一次非洲文学获奖潮的历史再现，也是全球各界政治经
济力量在文学领域进行文化角逐的权利关系的体现，但又与此前获奖浪潮有所不同，

显现出不同的文化交流趋向和文明发展态势。获得２０２１年龚古尔奖的萨尔虽然认为获
奖并不是因为自己来自非洲，但也并 “不否认此类奖项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意图”。①

他的获奖作品 《人最秘密的记忆》恰巧就是一部有关西方学界对非洲文学态度暧昧
的故事，“描述了前辈非洲或非洲裔作家在法国文坛的处境：一种有时舒适但常常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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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的模糊状态”。① 故事围绕主人公无意中发现的一部奇书展开。这部奇书由一位人
称 “黑人兰波”的塞内加尔作家写成，曾荣获西方文学大奖，但却遭遇抄袭指控而
被历史遗忘。故事取自真实历史人物，即小说扉页题献上的马里作家杨博·沃洛格
姆。沃洛格姆因其１９６８年的小说 《暴力的义务》而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 （Ｐｒｉｘ
Ｒｅｎａｕｄｏｔ），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非洲黑人，一度声名大噪，后却被指控抄袭西方作
家作品。沃洛格姆辩解无效，最终退出文坛。通过这场文学秘史的探寻，萨尔揭示
了文学背后的殖民主义、非洲与西方的历史关联以及西方文化界对非洲文学的塑形
与操控，同时也借揭秘之旅的叙事形式注入了颠覆叙事权威的解构之力，形成一股
以文学文化对话进行诗性正和博弈的叙事暗流。对于自己的作品获奖，萨尔认为，
“不应该把获奖理解为一种罕见珍贵的伟大恩典。如果把这视为一种常规中的例外，

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改变，获奖不过是对规则的一次简单豁免，很快我们又会回到
旧秩序中”。② 重要的是如何将例外变成常规，把旧秩序变革为新秩序。萨尔寓言式
的文学书写揭露了当代西方文化的殖民本性，而西方对萨尔批判式书写的认可则显
露出一种文化自省式的对话渴望。由此可见，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的非洲文学
获奖浪潮相比，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年实际上是西方文化逆差下的被动性文明对话，

是西方文明试图借鉴吸纳非洲新型文明成果以突破自身发展窘境的突破性尝试。

不论文学对话及其潜在性文明对话中呈现何种文化流动趋向，这类对话的多次
发生及其背后价值观念的兴衰起伏，实际上都是人性之诗与人类之思的多重历史合
拍的结果，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之兆。在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文学作品
和文学奖项早已不是单纯的艺术审美价值判断，而是基于各种资本力量的文化较量。

文学奖项，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口中的 “象征资本”，已成为各国民族
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竞技的附加文化力量，在角逐过程中起着对话与形塑的功用。

从非洲文学的获奖历程来看，西方文学奖项授予的时间节点，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
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１９２１年，龚古尔奖第一次授予黑人作家时，正是一战结束、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之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兴起之际，此时非洲在西
方殖民统治下开始萌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理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恰逢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正酣之时，非洲各国的国家建设正面临两种道路选择
的挣扎，而非洲文学就在彼时迎来西方的授奖浪潮。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不仅掀开了一场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持久战，更是在疫情治理中暴露出西方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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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和疲态，预示了世界力量格局的新变化。２０２１年的非洲文学年，何尝不是历史
变革之下西方文明危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渴望与呼唤？

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亦在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学对话和潜在性文明对话

中开始大放异彩。近十多年来，我国作家开始受西方文化界关注并屡获国际文学奖

项：２０１２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２０１５年，刘慈欣捧得科幻文学界最高荣誉雨

果奖；２０１６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此外，韩少功、余华、王安忆、铁凝和

毕飞宇等曾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并获其他国际文学奖项提名。这些荣誉预示

着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走向并一定程度上走进了世界。２０１４年，许渊冲获国际文学翻

译领域最高奖 “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标志着国际翻译界对中国学者文学外译

的认可。在当前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同为第三世界文学，都在

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话之时，中国文学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遭

遇非洲文学所经历的话语形塑和文化规约。西方国家为中国文学颁奖，难免会在获

奖缘由中裹挟一些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会出现游离作品之外的另类解读倾

向。如何在诗性正和博弈过程中构建自己民族文学的世界性表达，实践中国文学文

化的主动性对话，丰富世界文学的多样性构成，或许可以从非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
窥得一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家获奖大都是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这与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

的举办不无关联。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开闭幕式的文艺演出，让世界感受到中

国的传统魅力和现代活力，更加激发了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并由此推动

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海外传播。世界性事件引发文化传播，而文化传播的生命力则有

赖于文学作品的海外推广。２０１０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始向全国征集

中华学术外译书目，随后逐年加大资助力度，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在

世界文明对话中又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如何在传播中避免文化接受者的误读和单一

想象，如何丰富文化主体的整体形象，如何在与他国的文化交流中促进自身文学文

化的有机生长，这些都可以从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中得到启发。２０２２年，中国的冬奥

会势必再次引发世界性的中国文化浪潮。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 “一起向未来”不

仅是奥运精神的传承体现，更是求同存异、守望相助、共建美好未来的新时代中国

精神的世界宣言，与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一道，共同彰显了文明新形态破土萌芽的核

心理念。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在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的新冠病毒肆虐之后，面对后疫
情时代这一呼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殊时期，如何像非洲作家那样讲好自己的故事，

如何以包容、开放、平和但又绝不会失去自我的心态去面对和描摹世界性问题，是

中国学者、作家和文化传播者所应思考的问题。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

习借鉴，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是对待世界文明的四条基本原则。２０２２年４月９日，以
“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首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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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深入探讨了中非文明对话中的 “和”的文化理念及历史新时期下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与和谐共生的迫切需求。毕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①

非洲文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先进文明”与 “落后文明”的论调可以休

矣，“文明冲突论”可以止矣，民族优越论可以停矣，文化隔阂可以消解，民族嫌隙

可望根除，种族歧视等问题可以解决；地球足够大，容得下更多人类；太平洋、印

度洋、大西洋足够大，容得下沿岸诸国；地球的资源和潜能还有待开发，人类的潜

能还有待开发，太空和外太空的资源还有待开发，地球人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国强

必霸”的旧逻辑到了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明新形态所取代的时候。只要认识

到人们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是休戚相关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就完全可以拥

有更美好的明天，走向更好的未来。

余　　论

新时代更需要回归文学，更需要建构真正的世界文学，更需要有非洲文学和中

国文学在内的包括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多样性的世界文学，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学

才能够跨越国界，消弭隔阂，洞穿成见和芥蒂，超越功利和世俗，有助于文明互鉴

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

非洲性的文化寓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文化共同体，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

我们应该从非洲文学流散属性所孕育的本土性和世界性表达中学习、借鉴和培育能

让我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故事主题、语言风格、叙事艺术和美学理念，从非

洲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诗性正和博弈过程中汲取历史经验、开拓国际视野并丰富世界

文学文化多样性。

非洲性的文学书写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文学共同体，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学。

需要强调的是，和世界上的 “非主流”文学特别是非洲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被非主流化，处在世界文学文化的边缘地带。就像没有非洲文学就不能

谈世界文学一样，没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无论如何都不

能算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让中国文学走进世界并融入世界，使世界文学更加名副其

实，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东西对话。

非洲性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生态共同体，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天道有常，人类要学会谦卑和敬畏，洪水、飓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已经无数

次告诉人们，新冠病毒再一次告诫人们，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对大自然

的了解乃至控制永远都是相对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人对天地人等自然万物的认知

·３８１·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３月２８日，第３版。



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万物有灵，非洲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重亦是人类理应共同
遵循的行为准则。“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
可逭。”① 在自然万物面前，人类不可毫无节度，必须心存敬畏。只有这样，生态平
衡才能根本恢复，应对气候变化的碳达峰碳中和才能实现，人类乃至万物所需的水、

空气和土壤才会保持稳定。

非洲文学的非洲性还告诉我们，要以意识形态对话取代意识形态对立，以文明
互鉴取代军事占领或冷战，以文化多极和多样性取代文化单极、单一与单向性，以
命运共同体取代我行我素、故步自封、任性而为和各自为政。以古尔纳小说为代表
的当代非洲文学对殖民历史及其带给非洲人民的身心创伤表现出足够的容忍度和宽

容度，也以内涵丰富的非洲性表现出对文学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以及
人类美好未来的期许和希冀。２０２２年２月４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致辞中，冬奥
组委主席蔡奇提及奥运会的魅力 “就是跨越差异，促进相互包容和理解”，② 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 “奥运会让我们保留多样性的同时，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促
进世界和平与人类的相互理解”。③ 人类能够创立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在这个体育共同
体里友好竞争，和谐共处，当然也能够创立文学文化共同体，并在这个共同体里实
现文明互鉴，共同进步，共栖共生，同舟共济，一起向未来。

〔责任编辑：张　跣　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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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４８页。
蔡奇：《蔡奇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冬奥会刊》２０２２年２月５日，第３版。
巴赫：《巴赫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冬奥会刊》２０２２年２月５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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